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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时空秩序

———以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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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时空观是文明的基本架构,与早期人类文明中的社会形态、人居模式都有着重要联系。 随着近年

来对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了密集且保存完好的汉魏时期古代人类聚居遗址。 这些物

化证据表明: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魏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先民正在历经“游居—半

游居—定游混居”的生活状态;族人的时空认知也从游猎社会的弥散性时间,逐渐转向农耕社会的循环性时间,

并开始建立起天人合一的礼制序列和天道循环的时空观。 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早期国家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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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人类文明的起源一直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关注的重要课题。 “国家”在考古学上通过多种物

化标志而被识别和辨析,如多级聚落遗址、环壕城址和神庙、宫殿及青铜器等[1] 。 而中国早期国家形态

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社会组织的演变、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文化特征的多样化。 1985

年,苏秉琦先生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讲座中,基于大量考古发掘遗迹提出了辽西地区文明起源

进程的想法,认为“古文化—古城—古国”是适合用于解释中国国家形成模式的[2] 。 1994 年,苏先生又

在《国家起源与民族传统(提纲)》和《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中,阐述了“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

和“北方草原续生型”的三个“中国”国家概念的发展阶段,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文化传

统和历史,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3] 。

随着对黑龙江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了大量密集且保存完好的汉魏时期古

代人类聚居遗址,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 目前,对于三江平原的早期国家与文明的研究和

探讨还不够深入。 因此,本文将基于七星河流域考古发现的汉魏聚落遗址分布特征,从宏观的聚落遗址

群到中观的中心城址两组空间层级,分别对当时的生产方式、政治环境、人居模式及时空观念进行分析,

深入研究这一地区的早期国家形态与时空秩序,以增加对我国东北边疆地区早期国家社会形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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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认同(图 1)。

图 1　 研究思路及框架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一、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概况

(一)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分布特点

七星河位于黑龙江三江平原的腹地,全长 189
 

公里,
 

流域总面积 3
 

985 平方公里,是乌苏里江左岸

的二级支流。 河流两岸地势平坦,中上游为低山、丘陵、高漫滩,
 

中下游多低漫滩沼泽,河道狭窄弯曲

(图 2)。 据《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移动文物目录·黑龙

江卷》《中国文物地图集·黑龙江分册》等资料,考古发现的汉魏遗址共有 426 处,分布在七星河的上

游、中游和下游。 这些遗址大小各异,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有成群分布也有零散布局。 根据遗址的形制,

可分为有城墙和城壕的“城址”113 处和无城墙城壕的“遗址”313 处。 “城址”主要分布在山地与平原交

接处,“遗址”多分布在平原中;依据城墙和城壕的数目将城址分为单垣城址、双垣城址、三垣城址和多

垣城址。 城址主要分布在七星河中游和上游,下游仅见遗址,且相同规模、相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性

质的遗址有成群分布的现象。
 

　 　
图 2　 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位置图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三江平原

　 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 页)

图 3　 七星河炮台山城址实测图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三江平原

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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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台山城址是七星河汉魏聚落中最大的山地城址(图 3),对岸的友谊县凤林城址规模较大、地理位

置特殊,是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的中心城址(图 4)。 两者是七星河流域仅有的 3 座多垣城址中的两座,

它们一起构成了三江平原七星河汉魏遗址群中最为重要的聚落形态。 在炮台山城址内的“北斗七星祭

坛”,规模宏伟,位置居中,是目前东北亚已发现的最大的天文星座祭祀场所,兼具祭祀、防御和要塞功

能[4](图 5)。 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认为,炮台山古城是这一带最为重要的城址,“它的建制和规模具有

国家的架势” [5] 。

按照史前中国从聚落组团(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趋势来看,不论在前国家时期类似“酋邦”的

社会组织,还是在早期的国家形态构成中,国家机构的公共职能都需要通过祭祀、占卜来观天测象、预知

节气和时令,并由祭祀、公职人员和军事领袖等构成阶级分层。 如早在 6
 

000 多年前的湖南澧县城头山

古城遗址,及其后的红山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规模较大的祭坛。 这些祭坛不仅有着祭

祀天地、神祗的意义,也有着观测天象、预知节气的功能。 尤其是大型祭坛遗址,一般反映着史前社会复

杂化进程中社会政治组织的演进,这种演进既可能是社会组织进入到高级酋邦阶段,也可能是进入到早

期国家阶段。 在炮台山城址内发现的“北斗七星祭坛”,其规模、功能及周边布局均超出了通常所说的

史前社会酋邦阶段,属于由高级酋邦向早期国家过渡的时期。 这种特征表明早在汉魏时期,我国东北边

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已开始了由高级别的酋邦向早期国家演进。

图 4　 凤林城址 1~ 9 城区与炮台山城址位置图

(资料来源:赵永军、田禾、张伟等:《黑龙江友谊凤林城

2000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 年第 4 期)

图 5　 炮台山北斗七星祭台实测图

(资料来源:伊世同:《东北三江平原汉魏遗址天文考古》,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二)遗址的功能属性及聚落组群特征

依照功能划分,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分为居住址(313 处)、防御址(83 处)、祭祀址(8 处)、要塞址

(18 处)和瞭望址(4 处)五种类型。 从遗址数量和类型可以看出,居住址和防御址是当时聚落组团的主

要功能,祭祀址、要塞址和瞭望址的数量明显偏少,有聚落组团间共享的倾向,这从侧面反映出不同聚落

组团间可能存在结盟关系[6]25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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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聚落遗址所依赖的水系和依托的山岗,将流域内 426 处汉魏遗址分为 16 个聚落群。 其中每个

聚落群都有一个中心聚落(图 6 ~图 7),共包含了 260 处遗址,占全流域遗址总数的 61%(一些分布零散

或地处边缘的遗址暂未纳入)。 上游和中游的遗址群包含了各种不同功能的遗址,而下游的遗址群则

全部由居住址组成,要塞址、瞭望址和祭祀址只出现在遗址群较为集中的中游地区(图 8)。

图 6　 老方山遗址群分布图

(作者根据《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

调查与勘测报告》改绘)

图 7　 永利遗址群分布图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三江平原古

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94 页)

图 8　 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的功能组成

(作者根据《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整理自绘)

其中,8 个祭祀址均为山地城址,出现在各个聚落的中心位置或全流域的中心位置,山形陡峭,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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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不便,属于各个聚落或全流域共同拥有,每个祭祀址所在的山体大小、台阶数量等建造规格上存在

差别,反映了各祭祀址的地位等级。 最大的炮台山城址由三个连环的城垣自下而上围筑而成,中心为主

城,两侧为耳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 城址范围内曾采集到石球、石斧、铁镞等器物,城垣内有圜丘,四周

自下而上有三层台阶和三段登台梯步,规格完整,极具规律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从衣食住行到穿鞋戴帽都有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也自然体现在祭坛建筑和城

址的营造中。 因此,不同功能的聚落遗址组群的规模大小、建造复杂程度,意味着汉魏时期,七星河流域

的部分聚落在财富积累与军事实力的支持下,突破了原有的规模,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等结构,出现了

等级分化。 其规模层级反映了以“礼”为核心的等级秩序和观念,而礼乐文明既是华夏民族、国家、文化

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正是早期中华文化的显著标志。 它说明汉魏时期七星河流域的早期聚落群体已经

超越一邦一族之界限,具有了更为广大的制度、礼乐的文化含义[7] 。

二、聚落遗址群所反映的早期国家特征

(一)多层级的聚落空间形态———从无序零散到相对集中

七星河流域的 426 处汉魏聚落遗址,以及依据其空间分布所划分出的 16 处遗址群,文化性质相同,

同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 每个遗址群都依靠着山丘和河流,占据着最适

合人类生存的地理区位,单个聚落遗址有着不同的功能属性,每个遗址的规模、形制和功能又都有差异。

如防御址中有多重城垣、三重城垣、双重及单层城垣,在无防御址的聚落中又存在地表坑数量多寡的差

异,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特征(图 9)。 单层城垣由于防御功能较弱,主要对应于一些游居或半游居的零散

小型聚落,出现在边缘地区或围绕在大型聚落的周边,以居住址和瞭望址居多,也有小型的防御址和要

塞址;双重城垣的规模开始增大,防御性也逐渐增强,适应于固定居住和临时游居的聚落,汇聚了更多的

遗址和地表坑数量,在某些规模较小或者比较边缘的聚落群中,双重城垣已经可以作为中心聚落的标

志,作为防御居住址居多,兼有祭祀址;三重城垣及其“异形同构”的混合城垣数量不多,作为更为复杂

和高级的空间形态,对应于最为重要的城址和祭祀场所,在聚落群中被判定为中心聚落所在地。 不论是

单层城垣还是多重城垣,都普遍呈现圆形和向心内聚的形态,这种从单一结构到复杂空间的环状向心式

布局的特征,在从史前聚落发展到早期国家阶段的过程中都具有典型意义。

根据聚落规模,可以将这些遗址划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超大型四个层级。 依据现有的聚落考古

理论,四级结构至少存在三个管理层级,社会形态较为复杂。 这种层级化的分布特征,除了基于自然资

源的条件逐渐形成,还与早期国家社会的组织结构进程相对应[8]502。 以中心城址(凤林城)和祭祀址

(炮台山城址)为例,凤林城占地面积 120 多万平方米,土筑城墙周长约 6. 13 公里,城外有双护城壕,已

发现半地穴或居住址 40 座,灰坑 40 余个。 2000 年又发现一座 666 平方米的半地穴大房址,地面坚实平

整,是目前三江平原地区所发现的汉魏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多垣城址。 炮台山祭祀址的三圈围垣

周长共约 4
 

000 米,占地面积 60 万平方米,墙残高约 2 米,东、西、北面的城门址宽各 20 米,南侧有瓮

门[9] 。 在古代修筑这种巨大规模的建筑、城防和祭天坛址,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表明当

时已经出现能够调动全流域的行政管理机构,再加上属于全流域的要塞址和祭祀址的发现,表明全流域

的战争和祭祀活动已经存在。 七星河流域汉魏时期的社会伴随着战争,处在激烈的动荡演进之中,进入

了早期国家社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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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的空间形态构成类型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整理自绘)

(二)七星河汉魏居民的生产方式———从林间游猎到半农半渔

通过对黑龙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认识可知,七星河流域汉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以滚兔岭文

化为代表的遗存,与凤林文化是有前后承继关系的同一谱系考古学文化遗存。 据考证,这两支考古学文

化的时空范围与黑龙江地区的古肃慎族系活动区域多有重合。 肃慎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原始民

族,汉魏时期活动在这一地区的肃慎系族群为挹娄、勿吉[10] 。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挹娄,古肃

慎之国也。 土地多山险。 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 处于山林间,土气极寒,常以为穴居。”表明汉魏时

期七星河流域各聚落内部有首领,且常活动在山林间。 “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

镞” [11] ,反映了挹娄的狩猎工具以弓箭为主,沿河居住于林间,以渔猎为主要生计方式[12] 。 同时,通过

对凤林城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可知,这里种植的农作物包括了粟、黍、大麦和大豆及田间

杂草,表明这里曾存在一个短暂的相对繁荣的农业经济社会[13] 。 在保安二号城址已发掘的属于凤林文

化的房址中,曾发现一件完整、厚重的铁犁铧,表明当时集约化的犁耕农业已在七星河流域出现,农业生

产技术也相对成熟。 但这些发现主要集中在流域南部平原和半山地区,其他地区暂未发现此类工具,可
能仍属于相对自由的游猎生产形态。

在七星河汉魏流域的 426 处聚落遗址的统计中,有 166 处零散或者地处边缘的聚落因为地形地势

的原因,很难纳入到毗邻的遗址群中,形成了若干小型的临时聚落,约占总数的 39%。 这些遗址没有明

确的领域界限和固定的房址以及防御措施,是以游猎为主要生计的小型聚落,随着渔猎资源的分布而随

处迁徙。 这反映了渔猎经济在当时的居民中是比较重要的生产方式,农耕生产并未完全覆盖全流域的

聚落族群活动,也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并不足以支撑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的全部人类生存。
 

(三)七星河汉魏居民的人居模式———从游居到定游混居

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不同的人居模式。 若仅从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看,游猎或者游耕

是在特定自然环境中最为合理的生计方式。 但从生活和管理的角度,定居似乎要比游居更合理。 人类

活动需要在生活、生产和生态之间寻找平衡[14] ,而半游居则是一种由不稳定的迁徙带来的人居模式。
因此,从以上考古发现的聚落遗址形态特征来看,随着生产方式的增加和混合,七星河汉魏先民的人居

模式正在从“游居—半游居—分散定居—集中定居”逐渐过渡,体现了从早期的渔猎采集经济向农耕经

济的转变过程,反映了当时特殊的人地关系。 先民通过灵活地选择居住模式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相适

应,在礼制制度并不十分严格的边疆地区,努力维持着人地关系的平衡。 直到今天,我国东北地区的鄂伦

春族中依然存在着这种特殊的半游居模式[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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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河汉魏聚落的居住址及周边形态呈现出从单点到多点,从简单到复杂,从小到大,再到超大城

址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层级结构。 一般而言,线形动态的零散空间是游居居民的空间开发原则,而静态

的圆周式外围空间则是定居居民特有的空间开发原则,它们分别对应于渔猎采集活动和固定的农耕生

产方式。 如果说游居模式体现的是一种依附于自然的自由平等的关系,半游居和零散的定居模式着重

体现的是生活、生产与生态的平衡关系,那么集中的定居模式则体现了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建

立[16]248。 筑墙的城址是贸易的安全场所,同时也是粮仓和手工业中心的所在地,这里居住着管理中心

聚落的领主,与周边的游猎居民保持着共生关系,构成了汉魏时期东北边疆地区特殊的政治景观。 此

外,在许多较大聚落遗址的周围,还分布有很多零散的小型聚落,它们围绕中心聚落随环境而建,显示了

强烈的内聚化倾向[8]504。 由于早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基本是依托血缘关系而组成的氏族、部落,因
此,这里居住的可能是中心城址中贵族附属的氏族,为中心聚落提供劳动力与资源,在政治地位上有着

明显的不平等关系[17] 。 因此,可以判定,在汉魏时期七星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已经具有了早期国家形态

的基本特征。

三、聚落遗址及中心城址所体现的时空秩序

作为最基本的群体表象,时空观是某种文化体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构成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特

征的基本要素[18] 。 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如日月、四时、年
岁、方向、方位和时、空、宇、宙之类的术语,最初都指的是具体的意象,后来才演变成抽象概念,是一种概

念与意象的结合。 在中国古代的时空理论中,有三点最为突出:一是从统一的“道”来看时空的本质,并
探求时空推移变化之“理”,具有很高的哲理性;二是从“物”的变化把握时空的标志和量度,注重阴阳消

长和各种星象、物象的特征,具有明显客观性,并同天文、历法密切关联与结合;三是努力辩证地理解时

空问题中的种种矛盾关系,如《墨经》中关于时间“久,无久”、空间的“有穷,无穷”和宇宙“有远近,无远

近”的思想等[19]3。
(一)农耕社会的循环时空与游猎社会的弥散时空

根据前面分析可知,七星河汉魏先民的人居模式正在从“游居—半游居—分散定居—集中定居”逐

渐过渡。 从目前已有的民族学材料来看,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采用的纪年方式主要是草木和动物纪年,
牧草青黄或鸟兽胎产都可以作为记年的标志。 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中,提到北宋时期东北境

内的女真族,“其人不知纪年。 问之则曰:吾见草青几度,以草一青为一岁” [20]18。 尽管迄今尚未见这个

时期肃慎族的历史文献记载,但秉承肃慎和女真属同一族系一脉相承的史学观点,汉魏时期的古肃慎族

也应采用类似的原始纪年方式。 从古肃慎先民的生活习俗来看,他们的时空观念也随着生业条件的变

化逐渐发生着转变。 早先的游猎(游居)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依赖于渔猎资源而非固定的土地,这些部

落游荡辗转于不同的山林与流域空间中,不断拓展新的生存空间或往返于新旧居住场所,其生活空间的

外围边界是不清晰、不稳定的。 游猎的习俗决定了其空间是动态的、线性的,时间是弥散的,在游猎过程

的不同时空转换中,宇宙的中点、日月起落可以随其迁徙,在任何居处观测,其方位点也是变化的。 在这

种生产方式和时空观念的作用下,新的聚落不断形成、涌现,没有清晰的空间边界,其居住和生产空间也

随着游猎而不断转换、扩大。 空间的拓展和时间的弥散结合在一起,在创世神话助推下将时空不断地拉

回原点,历时性被平铺到空间性当中,成为弥散混沌的时间经验,形成古代游猎民族弥散而自由的时

空观。
早期的农耕(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早期农业的节气、分至,需要有循环性的时间作为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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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秋收的季节周期。 他们植根于固定的土地,为关注农时而设计出精巧的节令时间,如此循环往复。
在这种文明中,祖先崇拜、城址边界、定居的形式、记录历史便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定居耕作的生活方式

从循环的时间序列中获得了合理性。 因此,早期国家及其宗教组织通过掌握划分时间规则的权力,继而

为王朝(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将其作为公共职能的重要一环。 我国古代的时空观往往用来解释天

下的循环往复与分合兴衰,它既是一种农业节气、天文气象的科学观念,也是一种蕴含在早期宗教里的

“天人合一”的天道循环时空系统。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述早期国家的政治功能,其一重要职能便

是确定方位、节气、天文、气象,“盖太古洪荒,步占之法未立,天道幽远,非有神圣之德者不足以知之。
而位天地,育万物,定四时,成岁功,乃君相职业一大事……然太皞、炎帝、少皞、颛顼所历者四时。 ……
至帝尧时,则占中星之法、置闰余之法渐已著明,然其命官,犹以羲、和为第一义。”

 [21]435表明早期中国王

朝的政治功能,已经包括了建立历时性和循环性的时间序列。 而建立这种时间序列,恰恰是农耕文明最

重要的公共职能。 同时,在古代国家的诸多宗教祭祀活动中也包含了建立这样的时空序列,统治者也正

是通过建构时间序列从而获得划分空间权力的合理性和至上性。
(二)北斗七星祭坛与凤林城址反映的时空观

七星河汉魏遗址中具有明显正方位布局的构筑物是炮台山城址内的“北斗七星祭坛”。 它位于中

心城址凤林城南面正对的山头,与宫殿区的直线距离约 1
 

500 米,常被纳入凤林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全流域最大的祭祀址,北斗七星祭坛与凤林城遥相呼应,敬天法祖,对应关系明确(图 3),史称“巴

如古苏霍通”(意为对面城),体现了“王宫居北,祀天位南”的北主政、南祭祀的礼制传统。 与王城的合

建,体现了北斗七星祭坛在整个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中的重要性,表明当时的祭祀仪式已经具有神权与

王权相结合的宗教与政治意义。
祭坛顶层平面呈椭圆形,有 8 处“天坑”,其中 7 处按“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另一处位于北斗七星

的北侧,经天文考古证实,为指向当年的“极星”位置,中央有一长方形圆角祭台,是东北亚目前已发现

的最大的天文星座祭祀场所[9] 。 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些遗址群中,显示出正方位布局的城址只出现在

以上极少数的重要空间(中心聚落的中心城址)中,其他绝大多数聚落遗址仍是不规则的零散形态,也
没有固定明确的朝向。 属于全流域的大规模祭祀址也只有炮台山一个,在其余的祭祀址中也并没有发

现特别的空间形制和天文关系,说明当时尚未形成普遍的空间方位和时间秩序,只在流域中心聚落的资

源密集区域有开始出现的迹象。
对于星辰的信仰,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原始信仰之一,中国古人对北斗最为尊崇。 司马迁《史

记·律书》云:“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 ……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 合符节,
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北斗七星祭坛既有着测度天象、节气的作用,也有着政治上以“天命”作为早期

国家本体保障的意义。 它说明汉魏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族群,已有了对天文星象的观测技

能以及对方位崇敬关系的意识。 冯时先生曾谈道,“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广泛存在北斗的遗迹,反
映了当时人类普遍进行的北斗观测和对它的祭祀活动,这是先民重视北斗建时的体现。”

 [22]98《宋史·
乐志》中载有“斗转参横将旦,天开地辟如春”,即是说的以斗辨时。 授时与指方向,是通过北斗规定时

间和空间的两大重要作用。 凤林城的管理者通过观测北斗七星以建时建制,以王者的权力决定时间和

时令,决定物候的时序,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时空认知体系,在天道和人道的同构互动中彰显着王权

的神圣[23] 。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上,通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曾经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

征,巫觋通过掌握或独占沟通手段传达天神旨意,构成王权神授的文化传统[24]13。 从依靠巫觋和玉器沟

通的神秘天人关系,到转向观测北斗运行认知天地,建时建制,用天文历法管理社会生产和生活“敬授

民时”,将神秘不可知的、只由少数人(巫觋兼王者)掌握的天象历法融于人间的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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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天道与人道有了共同的目的,开始有了天象与人文同构的文明观念,也标志着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

知程度已跨入文明的门槛。
在整个流域中“择中而立”的凤林古城,则显示了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功能。 它位于七星河整

个流域聚落的核心位置,与南面的炮台山城址隔河相对,由三重混合城垣构成,外有深沟城壕,内有柱网

整齐的大型宫殿房址,中心为方城,总体呈不规则形。 城内被城墙分隔为九个城区,其中第七城区位于

城址中心,平面呈正方形,具有居住址、防御址、要塞址等多种功能,带有角楼、马面等防御设施,是七星

河汉魏聚落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城址[25] 。 这种外郭内城的形态组合具有中国古代早期王城和宫城

的形制特点,在战国及其后的文献中对这种“两城制”均有所记载,如《管子·度地》中的“内为之城,城
外为之郭”,《吴越春秋》中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等[26] 。 该城址方位为正南北向,宫殿区入口朝

东。 《说文解字》中对东方的解释有:“东者,动也。 从日在木中。” [27]121 日即太阳,木指若木。 中国古代

神话中也有“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 [28]57,表明在对空间方位的认知方面,古代先

民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并将方位意识运用到了重要建筑物中。

结　 语

林沄先生曾在《中国考古学中“古国” “方国” “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考古材料作

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应在比较不同的案例时参照人类学和历

史学的研究成果[29] 。 因此,本文试图借助考古材料,将中国古人的传统时空观念放到国家与文明起源

的理论框架下,对东北边疆地区古代族群的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及人居模式给予阐释,从族群的思

想观念上进一步印证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汉魏居民已经处于早期国家阶段,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农耕工具、农作物遗存、大型城址和祭坛,说明当时的七星河流域已有了基于定居的农耕经济,而遗

址的空间形态由单纯适应生产生活开始转向礼制意义,意味着这里的先民接受了这样一套与生产生活

方式相适应的时空观,在社会政治组织上具有了融早期宗教与天文科学为一体的权力体现形式;也表明

七星河汉魏居民在进入农耕定居生活时,建立了对宇宙的天道循环时空认知,结束了在游猎聚落时代弥

散性的时间概念,开始在固定的定居地修筑都城和祭坛,建立起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的时空架构。 这种

天道与人道互动的带有早期宗教性质的生产与政治结合的运行法则,为七星河流域的汉魏聚落构建新

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使得这里的上百处遗址形成了从分散到统一,从单一到复合的聚落层级,促成

了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继而形成以血缘姻亲关系和族权政治为纽带的“家族—宗族—氏族”社会群

体,开启属于凤林古国的统治时代(图 10)。

图 10　 七星河汉魏聚落的早期国家演进模式(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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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由于其生态环境原因,都有着对于未知时空的敬畏。 正是这种敬畏,形

成了古代中国普遍性的政治秩序的基础。 它既包含了自然秩序,也包括社会秩序;既包含城市、建筑等

可见之物的建造、规划的物化规则,也包含了存在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中无形的礼制和等级观念。 这

种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秩序与一种无形的“天道”联系起来的思想,是中国古人时空观中特有的传统

文化基因。 这种无形的思想,在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中以物化形式呈现,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思想

的早期国家文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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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i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ivilizati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form
 

and
 

human
 

settlement
 

mode
 

in
 

early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in-

vestigation
 

of
 

the
 

Qixing
 

River
 

Basin
 

in
 

the
 

Sanjiang
 

Plain
 

in
 

recent
 

years,
 

dense
 

and
 

well-preserved
 

ancient
 

human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These
 

physical
 

and
 

chemical
 

evi-

dence
 

show
 

that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human
 

settlement
 

pattern
 

living
 

in
 

the
 

Qixing
 

River
 

Basin
 

of
 

the
 

Sanjiang
 

Plain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China
 

was
 

going
 

through
 

a
 

state
 

of
 

life
 

from
 

“nomadic
 

dwelling-semi-nomadic
 

dwelling-fixed
 

wandering
 

mixed
 

dwelling”,
 

and
 

the
 

spatio-temporal
 

cognition
 

of
 

the
 

tribesmen
 

also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diffuse
 

time
 

of
 

the
 

nomadic
 

society
 

to
 

the
 

cyclical
 

time
 

of
 

the
 

agrarian
 

society,
 

and
 

began
 

to
 

establish
 

the
 

ritual
 

sequence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time-

space
 

view
 

of
 

the
 

cycle
 

of
 

heaven
 

and
 

earth.
 

In
 

some
 

area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early
 

state
 

also
 

e-

merged.

Keywords:early
 

states;
 

Han
 

and
 

Wei
 

settlements;
 

human
 

settlements;
 

space-tim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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